


史念海先生与中国历史地理学

辛德勇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业师史念海先生这部论文选集，让我

就先生的学术业绩写几句话，附在其中，以供读者参考。

回想初入师门，问学于先生，一转眼已经过去三十八年。

近四十年来，德勇所学无多，所为更加寡少，深感愧对先生殷

殷教诲。惟放眼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面对许多重大问题的宏观

认识和深入研究，若是认真审视一下先生为我们打下的良好基

础，仍然会带给我们诸多启示。

去年夏天，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成立二十周年的

庆祝会上，我曾以“历史地理学的大模样”为题，做了一个简

短的讲演。讲演中，我第一次面向全国同行，公开表述了我对

历史地理这门学科在中国的产生历程的认识。

我认为，真正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或者也可

以称之为“当代历史地理学”或“现代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二

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才在中国大陆上逐渐建立起来的，而我

的老师史念海先生，就是这个学科最核心的创建人之一。

认识史念海先生相关研究的学科创建意义，需要从如下两



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学术潮流的变迁，二是先生个人的研究

历史。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研究相关问题的学科，称之为“沿

革地理学”。这样的“沿革地理学”研究，主要聚焦于疆域变迁

和政区沿革。按照我个人的看法，由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转变

为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由顾颉刚先生奠定基础的，而这一奠基工作主要是通过创设禹

贡学会和创办《禹贡》半月刊来实现的。其实更准确地说，我

认为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对在中国建立当代历史地理学

起到的只是一种奠基的作用，这本是承自史念海先生的观点，

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这篇文章中（此文收入先

生文集《河山集》六集）先生就明确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不管在禹贡学会，还是在《禹贡》半月刊的作者中，史念

海先生都从一开始，就是其中的核心成员。过去，在中国的历

史地理学界，除了史念海先生和敝人以外，几乎是异口同声地

认为禹贡学会的组建和《禹贡》半月刊的出版发行，就标志着

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

但禹贡学会的基本成员和《禹贡》半月刊的作者，是以在

校大学生和大学毕业未久的青年教师为主体，其学术经历、学

术视野和学术认识的深度，总的来说，都还相当稚嫩，远不足

以承负这样的历史使命。从总体上看，《禹贡》半月刊上所刊载

的论文，不仅学术深度有限，而且论文所涉及的问题，大多还

局限在传统沿革地理的范畴之内，这些作者并不具备超越于传

统的现代学术观念。

事实上，据侯仁之先生介绍，在禹贡学会活动的二十世纪

三十年代，欧美世界的“现代历史地理学”也还刚刚兴起不久。

因而，即使当时确实想要全面采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的学科理

念和方法，实际上也是难以做到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禹贡学会成员的研究论著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其他中国学

者的研究论著表明，当时并没有实现由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向西

方新式历史地理学的转变，甚至根本就没有人明确提出过这样

的主张。禹贡学会所规划的研究内容，只是编制历史地名词典

和绘制历史地图等，这只是一些传统的工具书而已。

其实了解到欧美历史地理学的实际进展状况，我们就很容

易理解，基于当时中国学术在整体上相对于欧美国家的滞后程

度，以及沿革地理在中国的深厚传统所造成的惯性，以禹贡学

会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界所做的研究，其在总体上未能逸出于沿

革地理范畴之外，这本来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事情。

尽管如此，顾颉刚先生通过禹贡学会的工作，聚集并培养

了一批有志于从事历史时期地理问题研究的青年，为建立现代

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重要基础。后来实际创立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位代表性学者，如史念海先生、侯仁之先

生和谭其骧先生等，都是禹贡学会的主要成员。

“七七”事变以后，由于日本军队全面侵华，禹贡学会的工

作被迫中辍，但通过禹贡学会的工作，在这批有志于研究中国

历史时期地理问题的青年学者当中，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积极

探索在传统沿革地理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顾颉刚先生对此

给予了积极的鼓励，并明确指导这些学者，传统的沿革地理要

想实现研究范畴的突破，首先要用地理的变化来说明问题，要

运用地理学的理论从事论证，为此，应该尽量学习现代学科意

义上的地理学。

正是在顾颉刚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史念海先生开始了突

破传统沿革地理学桎梏的积极探索。大致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末期开始，在研究问题时，先生已不再仅仅关注传统的疆域变

迁和政区沿革之类的问题，而是着眼于人口迁徙、边疆开发、

交通运输、都城选址、军事地理方略、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影响



等一系列历史时期的经济和人文地理问题。这些研究，可以说

为他日后在中国参与创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积累了

非常切实的体会。

我把先生这些研究工作只看作是一种“体会”的积累而不

是实际的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是因为如果

单独看其中某一项内容，当时都还另有一些人也在从事着同样

的研究，而纵向审视历史学的研究内容，这样的内容还只能说

是历史学的常规性研究；顶多只能说是对历史学常规性研究内

容所做的非常有限的扩展。实事求是地讲，在这里，我们并没

有看到历史地理的图景。

很多年来，颇有那么一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的学者，

在叙述包括学科、学术以及其他一些文化要素的发展历程时，

动辄声称某某学术内容中国古已有之，甚至“自古以来”就生

之于斯、长之于斯，这块地方的东西什么都不比外边差，而且

尽可能地把啥都算作天下第一。然而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样。

各种现代学科，绝大多数都是起源于西方，而这些学科的产生

和发展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学术和文化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各

个学科既成严密而又完整的体系，不同学科之间也都存在着内

在的有机联系。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

产生和发展，就不能不首先关注相关现代学科引入中国的背景。

如果再退后一步，从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来看的话，

或许自然而然地就会触及学术发展的深层机制问题。在这一方

面，中国的历史学界，很多年来，一直畅行陈寅恪先生的“新

材料说”（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撰序文），即借由新史料

（如所谓“敦煌文书”）来推动学术面貌的变革，具体来说，就

是“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

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尽管这样的说法未必能够真

切体现陈寅恪先生对学术发展根本机理的看法，但绝大多数中



国学人却是将其视作升堂入室的不二法门。

然而我看中国的学术实践却不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以北宋

中期的学术大变革而言，引领这一变革的，首先是新生的学术

思想，是新思想促使学人们竞相寻求和利用诸如钟鼎铭文这样

的新材料，而不是倒转过来，是由那些盗墓贼的铁铲开辟了学

术前行的通道。具体看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更丝毫见不

到陈寅恪先生所讲的这样一番道理。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相关的学术背景是：西方的现

代地理学已经比较系统地引入中国，其间也有一部分翻译介绍

性的论著，在一定层面上，对历史地理学多多少少有所涉及，

但整个中国学术界对这一学科还缺乏最基本的认识，甚至连一

知半解都还谈不上。如果一定要说西方的学术观念对中国学者

的相关研究有什么实质性影响的话，那么，新式地理学所研究

的崭新而又广泛的内容，无意间会启发很少一部分中国学者把

研究的目光也投向古代相同的领域和问题 — —我想史念海先生

上述新的探索，恐怕主要就是出自这样的缘由。史念海先生在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一文中曾经用“地理化”一词

来概括沿革地理学在这一时期所出现的变化，尽管对相关内涵

所涵盖范围的理解，我同先生还多少有些差异，但在这里，我

想若是借用此语来表述先生本人的学术探索的话，应该是恰如

其分的。

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形成产生关键作用的一位学者，是北

京大学地理学系的侯仁之先生。1950年7月，刚刚从英国利物

浦大学留学归国、在燕京大学任教的侯仁之先生，发表了一篇

题为《“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的文章，针对1950年春教

育部规定的大学历史系“中国沿革地理”这一选修课程的设置，

对历史时期地理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看法。

在这篇文章中，侯仁之先生不仅主张把“中国沿革地理”



这一课程名称改换为“中国历史地理”，同时他还明确提出，这

门学科所研究的内容，不能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

划的演变为主，而是要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举凡

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

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

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都应包括在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之内。

侯仁之先生这篇文章，虽然论述非常简单，但却明确阐述

了所谓“历史地理学”区别于传统“沿革地理学”的基本特征，

而且这一学科内后来发表的相关理论论述，在本质上并没有能

够超出这篇文章。像这样几乎可以称作“空前绝后”的认识，

在今天看来，似乎平平常常，并没有多大理论的深度。但它确

实是一项从无到有的巨大变化，在学科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若是评选对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影响最大的学术著述，

我会毫不犹豫地把选票投给这篇论文 — —它标志着当代历史地

理学已经正式走入中国，这一崭新的现代学科，即将取代中国

传统的“沿革地理学”，而后者是从东汉人班固撰著《汉书 ·地

理志》以来延绵不断的一个古老学科。

侯仁之先生固然是一位卓越的学者，但他之所以能够写出

这篇文章，首先并不在于其个人有多么超悟绝俗，而是他在

1946年进入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研读博士学位，直接受教于

当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达比（Henry Clifford Darby）教授

（三联书店版《侯仁之文集》卷首张玮瑛序），系统接受了这个

学科体系的基本内容，《“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这篇文章，

只是向中国学术界简单传达了当代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念而已。

在本文一开头我就谈到，按照我本人的看法，当代历史地

理学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在中国建立起来的，但实际上现

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绝大多数人的看法与我并不相同 — —他们



普遍以为禹贡学会的建立和《禹贡》半月刊的创办，即已标志

着中国学者对历史时期地理问题的研究，已经开启了由传统的

沿革地理向当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变；甚至有人直接宣称，当时

在中国已经建立起科学的当代历史地理学。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往往都要举述《禹贡》半月刊的英文

名称 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最初为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但从第三卷起，便改

译为这一英文名称）作为直接而又强力的证据，因为这个英文

刊名在今天的直译就是“中国历史地理”。

其实不仅是《禹贡》半月刊的英文刊名，当时一些大学地

理系的教材，在讲述地理学的构成时，也都引入了这一学科名

称，将“历史地理学”列为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可是，其实质

内容究竟如何呢？

关于这一点，作为禹贡学会核心成员之一的侯仁之先生，

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中就特地辨析说：“‘历

史地理’在我国学术界也并不是一个新名词，不过在以往大家

把它一直和‘沿革地理’这个名词互相混用了，以为两者之间

根本没有分别，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换句话来讲，就是当时

人们在使用“历史地理”一词时，只把它看作是“沿革地理”

的同义词而已，其固有的实质内容，并没有得到落实。

在这一问题上，作为并肩走过这段学术历程的学者，史念

海先生所持的看法，实际上同侯仁之先生几乎一模一样。1986

年春天，先生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一文中就明

确指出，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这门学问才“以崭新的

姿态，成为一门现代的科学，使它不再以沿革地理为限，而涉

及历史时期地理学的各个方面”。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眼前实际的情况，实在让我感觉莫名

其妙。不知出于什么奇异的原因，像侯仁之先生、史念海先生



这样的亲历者和当事人所讲的这些话，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界，

竟一直甚少有人知晓。须知侯、史两位先生同时还是这一学科

的学术泰斗，这一怪异现象也就愈加匪夷所思了。不过正因为

这样，今天在回顾史念海先生的学术业绩时，尤其需要首先确

认这一点。

1990年，时值侯仁之先生八十华诞。当时我在协助史念海

先生编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史念海先生安排，在这一年的

最后一期（第四期），为侯仁之先生组织一个庆寿专号。为此，

我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作《侯仁之先生对于我国历史城市地理

研究的开拓性贡献》（此文后来编入《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

史》，在出版社要求下，题目不得不改作《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的

理论肇建与研究实践》）。

在这篇文章中，我明确谈到，侯仁之先生在全国“率先公

开撰文提倡打破沿革地理学的旧框架，建立新的、科学的历史

地理学”，并且在文中“阐述了新的历史地理学与传统的沿革地

理学的联系和区别”。所谓“公开撰文”，指的就是《“中国沿

革地理”课程商榷》这篇文章，而我说是侯仁之先生在全国率

先提出要打破沿革地理学的旧框架，建立新的、科学的历史地

理学，这就意味着当时在中国还没有产生新的、科学的历史地

理学，基本上还是在沿承着沿革地理学的旧框架。

拙文发表前，史念海先生不仅认真审阅了文稿，还特别对

我的这些评价予以赞许。此事更加清楚地表明，先生是承认侯

仁之先生在中国创建当代历史地理学过程中的倡导者地位的。

总之，在明确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产生于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侯仁之先生在五十年代初才把这样的学科

传入中国这一前提之下，我们才能更加清楚、也更加准确地认

识史念海先生为在中国创建历史地理学科做出的卓越贡献。

回顾这一段学术历程，我们还应注意的是，侯仁之先生



《“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中国沿革地

理”课程，是指这一年春天教育部所规定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

的选修科目，所以直接针对的并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大学历史

教育。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侯仁之先生还特别写道：“旧日大学

里被称作‘沿革地理’的这门课程应该尽早改为‘历史地理’，

这不应该单单是换汤不换药的名词上的更改，而必须是从根本

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上把这门课程彻底地改造过来。”

一般来说，人们对大学基本课程的要求与学术研究是有很

大不同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民国时期学术界主流所推崇的文

史研究，乃是绍承清代干嘉旧规的那种深而又深的专题探索，

然而面向年轻学子的普通教学工作，却要求授课者来讲授某一

方面最一般的整体状况，即传授通论性的基本知识。这种情况，

迄今依然，自有其合理性在焉。

对于一个成熟的学科来说，做这种通论性的课程教育，或

许并没有太高的学术难度，需要的往往只是适宜的取舍剪裁而

已，但在当时，对侯仁之先生所期望的历史地理学课程来说，

却不是这样。侯仁之先生之所以会大声疾呼，希望把旧日的

“沿革地理学”改造成为与国际通行学科接轨的“历史地理学”，

正是因为这种当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还是一片荒芜。这片学术

的原野，还在等待人们的垦殖。

关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也就是说它到底应该属于历

史学还是属于地理学，多少年来，一直是一个很多人十分关心

的问题。其实这本来相当简单，根本没必要对其议论纷纷。但

不管是把它划入历史学科，或是归到地理学科，这两个学科实

质上都是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的学科，而不是空谈抽象理论的

学问。人们传播、接受西方学术观念是一回事儿，具体怎样建

设这一学科又是另一回事儿；也就是说，要想把侯仁之先生所

倡导的学科理念落实成为一个像模像样的历史地理学科，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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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真可谓“谈何容易”。

基于地理学的区域特点，历史地理学也有着浓重的区域色

彩；或者说区域特征与区域差异的发展变化是历史地理学的核

心内容。对于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来说，迄至今日，所面对

的核心问题，依然是中国这一地域范围之内在各个不同历史时

期的区域特征和区域差异问题。因而，对于中国初建的历史地

理学这一学科来说，学科的实际内容，也只能是中国疆域范围

之内的各项历史地理问题。上下文对照通观地理解侯仁之先生

的倡导，他所要建立的“历史地理学”实际上也只是这样的

“中国历史地理学”。

概括地说，中国这一区域的历史地理问题，也就是所谓

“中国历史地理”的内容，所涉及的时段长，变化多；所涵盖的

地域广，差异大。这给具体建设这一学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而在当时真正敢于直面这一挑战并取得相应成效的学者，只有

业师史念海先生。

史念海先生为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建设所付出的努力，

主要体现为《中国历史地理纲要》这部大学授课讲义，而这正

直接呼应了侯仁之先生把“中国沿革地理”课程改变为“中国

历史地理”的倡导。据史念海先生自己公开的表述，这部讲义

在1953年时就已形成雏形，当时包括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

地理和历史政治地理这三大部分（见史念海先生《中国历史地

理纲要》序言）。但我清楚记得，读硕士研究生时在先生家中看

到的大约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油印的讲义，却还包括历史气候

变迁的内容。当然论述的地域范围，都是中国。摆在大家面前

的这本《历史地理学十讲》，其中的前三讲，即《我国古今气候

的异同》《我国历史上人口的迁徙》和《统一的封建王朝的版图

规模》，还有第七讲《黄河流域经济地区的再造和长江三角洲的

富庶》，这四讲中最基本的内容，就出自当年这本讲义。



这部讲义稿虽然由于史念海先生治学严谨，精益求精，直

到1991年底才正式修改出版，但从50年代初起，内部油印本即

散布很广，很多院校的相关专业也曾采用为教材，在学术界产

生了很大影响（武汉大学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前辈学者石泉先生

就亲口和我讲过史念海先生这部讲义当年的流行情况。它在历

史地理学界之内，应该是尽人皆知的）。其更为实质性的意义，

在于这部讲义丰富、系统的内容，正很好地构建起侯仁之先生

所期望的那样一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基本形态，可以说已经搭

建起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框架，因而完全可以把它视作现代

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已在中国全面建立的重要标志。

除了这部讲义之外，体现先生对创建中国历史地理这一学

科所做贡献的另一项重要学术成果，是他在1963年出版的学术

论文集《河山集》。这部论文集中最多的内容，是专题阐述中国

历史经济地理研究中的重大基本问题。这些论文，大多都是从

叙述自然环境基础入手，分析中国经济地理的大格局，所论述

的问题，较诸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显示出一派全新的气象。其

中个别与这种大区域地理格局稍微有些区别的文章，如《石器

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一文，也是首先着眼于自然环

境对早期“聚落”这一地理现象的制约和影响，其眼光和方法，

不仅与传统的沿革地理迥然不同，而且还具有很强的超前性；

甚至在今天考古学家对古代聚落遗址的研究中，仍具有很强的

典范性意义。总之，《河山集》这部文集同《中国历史地理纲

要》中的历史经济地理部分正相辅相成，即《纲要》是概述基

本地理状况，这些论文则是展开具体的论证。这部《历史地理

学十讲》中的第六讲《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一文，是对中国

早期交通道路格局的全面复原，最早就收录在《河山集》中。

回顾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实际研究状况，如果说中国历

史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型学科的面貌已经基本形成了的话，那么，



史念海先生的上述研究无疑在这当中占据着首要的位置和核心

的地位，先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当之无愧的主要创建

人之一。同时，还需要指出，尽管如上所述，侯仁之先生在创

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过程中，发挥了更为关键的转折性作用；

此外，像谭其骧先生和其他一些学者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些前辈学者们努力的方向和重点各有不同，

史念海先生的研究成果宏大而又具备整体的体系，因而先生对

构建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所发挥的作用是远超于其他学者

之上的，在这一点上，其重要性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正因

为在这一方面史念海先生做出的努力最多，所取得的成果也最

为丰硕，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教育部组织全国各高校编著重点

教材时，便指定由史念海先生来撰写“中国历史地理”的教科

书（见先生《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序文）。

在充分了解史念海先生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这一创

建者的身份和地位并了解到先生在创建中国历史地理学过程中

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之后，我想告诉各位读者的是：史念海先生

终其一生，都在不断丰富他亲手创建的这一学科体系，几乎先

生所有的研究成果，都出自这一内在追求。因此，以这样的认

识为基础，来阅读这部《历史地理学十讲》，才能更好地领略先

生是在说些什么。

2020 年 5 月 28 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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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我国古今气候的同异

自然现象中，气候和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寒燠燥湿是每个

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感受得到的。这在远古时期就是如此。殷墟

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应是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其中就有很多有

关求雨求雪的刻辞。后来到《礼记 ·月令》，记载就更为周到。

孟春之月，记载着东风解冻，蛰虫始振。其后每个月的记载都

相当具体。而各史的《五行志》中就愈加详细。根据这样的记

载，前人亦多所究心，北宋的沈括就是其中的一位，其遗说具

见于所著的《梦溪笔谈》之中。近数十年来，学者间的研究络

绎不绝，立论虽不尽相同，但对于解释有关问题，都费了很多

心机。

一、进入历史时期的温暖气候

论古今气候的异同，可以追溯更为渺茫的远古。但从事历

史地理学的研究，其上限也应是由人类最初从事生产劳动的时

期开始，这时已进入新石器时期。一般都以半坡文化遗址所显



示的情况作为准则。半坡文化遗址经 C（碳）14年代测定为距

今5600年至6080年。由于具体遗存物的发现和测定，不尽都能

一致，在年代上有所伸缩也是可以理解的。气候温暖时期和寒

冷时期变迁的显现，并非短时之内所可觇见，因而有关的年代

就难得若何具体，当然也不能过分悬殊。

从进入历史时期，气候就显得较现在为温暖。由东北部直

到长江以南都是如此，就是内蒙古和青藏高原也都不是例外。

据估计，东北黑龙江和吉林等处，当时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

以上，冬季最冷月平均气温比现在高6℃以上。辽宁南部平均气

温比现在高3℃左右。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各地年平均气温比现

在高2℃— 3℃，正月的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 5℃。长江中游

年平均气温也比现在高2℃左右，天山北麓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

1℃左右。西藏自治区希夏帮马峰西北佩估错低湖旁阶地的当时

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左右。珠穆朗玛峰北坡河曲谷地里亚村

的当时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正因为这样，当时的亚热带北

界就由现在的淮水流域北移，现在的京津地区在那时已经接近

亚热带的北缘①。当时不仅气候温暖，而且显得湿润，应是温湿

的亚热带气候②，和现在很不相同。

确定当时的气候较现在要温暖湿润，是由遗存到现在的动

物骨骸和植物孢粉的检定得出的结果，其中有的还可由文字记

载来证明。就以半坡文化遗址来说，其中就发现过獐、貉和鹿

等类动物的遗骸③。鹿为产于北方的兽类，在半坡出现，实不足

为奇。獐到现在只有生存于长江流域的沼泽地区。貉也是喜栖

于河湖滨畔。这些喜温暖潮湿的动物能在半坡生存，证明当时

①　 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

②　《中国自然地理 ·历史自然地理 ·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1963年。



的气候和现在很不相同。在安阳殷墟的遗物中，有象、貘、獐、

犀牛、鲸的骨骼，经古生物学家的研究，它们出土于安阳，是

有外来的可能性①。不过其中的象是曾经生长于黄河流域的。卜

辞记载殷代田猎有获象的语句，既为猎获的兽类，当不是由外

方来的。卜辞“为”字从手牵象。可见象也是经常被服役的动

物。殷人是曾经役使过象的。象的出没存在，说明当时殷墟的

气候温暖，适于象的生存。以殷王的威力是可以获得远方送来

作为进贡的动物。可是半坡遗址的原来居人是不会有这样威力

的，为什么这样一些动物也曾经在半坡发现过。看来半坡遗址

和殷墟的气候是相仿佛的。两者的年代相距较远，这只能说其

间的气候没有很大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温暖气候，有关各地所发现的孢粉就是具体的

例证。黑龙江省呼玛县的桤树和其他落叶阔叶树的孢粉②，内蒙

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中旗大义发泉细石器文化层不仅中期花粉

含量多于晚期，且有喜湿乔木栎树和草本十字花科的花粉③，可

见这些北部地区的温度和湿度都高于现在。就是西北地区天山

北麓，当时云杉生长线也比现在为高④，而西藏自治区希夏帮玛

峰下和珠穆朗玛峰北的孢粉和植物化石以及中石器时期的遗存，

都可以作为证明⑤。

①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 ·田猎与渔》。

②　华北地质研究所《黑龙江省呼玛县兴隆第四纪晚期孢粉组合及其含义》。

③　周昆叔等《察右中旗大义发泉村细石器文化遗址花粉分析》，刊《考

古》1975年第1期。

④　周昆叔等《天山乌鲁木齐河源冰川和第四纪沉淀物的孢粉学初步研

究》，刊《冰川冻土》1981年第3号。

⑤　郭旭东《珠穆朗玛峰地区第四纪间冰期和古气候》，徐仁、孔昭寰等

《珠穆朗玛峰地区第四纪古植物学研究》，刊《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

（1966—1968）·第四纪地质》，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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